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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

———基于广东工商联系统商会组织的分析

黄冬娅 张 华

提要:国家管控被认为是影响社会组织化的关键因素。然而，现实和理
论都揭示了我们需要超越自主性命题，探求社会组织化的其他机制。本文基
于对组织化概念的多维度操作化，通过对广东工商联系统商会组织的案例和
问卷分析发现:第一，集体行动逻辑以及自主性的逻辑难以完全解释商会的
组织化程度差异，组织资源对于商会组织化有重要影响，国家、市场与人际缘
网络将企业家组织起来; 第二，商会的活跃度与会员性有不同逻辑，组织资源
本身并不能解决商会的会员性问题，精英俱乐部型商会活跃度高而会员性
低; 第三，商会的会员性再造仍需其内部组织规则的完善，商会的组织资源需
与商会内生的组织规则相辅相成，才能最终推动商会组织化的发展。
关键词:商会 行业协会 异地商会 工商联 组织化

社会如何得以组织起来是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 费孝通，1998; 阎云翔，2000; 罗威廉，2016; 裴宜理，2001) 。1949 年新
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控制，解散了同乡会、商会和慈
善会等各种旧社团，代之各种党群组织。在全能主义国家之下，社会被
割裂为原子化个体、单位组织和纵向的庇护关系( 邹谠，1994; 华尔德，
1996; 张静，2001)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动力”下，社
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长( 孙立平等，1994; 王颖、折晓叶，1993; White et
al．，1996; 张紧跟，2012) ，并被称为中国的社团革命( 王绍光、何建宇，
2004) 。然而，虽然社团数量在增长，社团的组织化程度却仍然低下
( Frolic，1997) 。
在现有研究中，社会组织化发育迟缓往往归咎于国家对于社团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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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管理的控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类社会组织领域，国家不
断放松管控，改革商会登记管理制度以推动经济类社团的发展。同时，
经济类社团是企业家组织，有更丰富的经济资源。在这个背景下，商会
组织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社会组织化发展的窗口。因
此，本文尝试通过考察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尝试分析社会组织化发展

的基本机制。

一、企业家的正式组织如何可能

( 一) 研究回顾

在现有研究中，研究者尝试超越多元主义和阶级支配的争论，分析

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其中，“统治集团”的研究强调企业家非正式的
组织化。在一些研究看来，与劳工不同，企业家利益不需要并很少通过
正式组织得到表达，相反，他们往往通过内部人圈子、连锁董事会和私
人网络构成紧密的集团( Warner ＆ Unwalla，1967; Allen，1974; Mizruchi
＆ Schwartz，1987; Useem，1979; Gerlach，1992) ; 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企
业家利益仍然需要通过正式组织来表达( Schmitter ＆ Streeck，1999;
Traxler ＆ Huemer，2007) 。格朗( Grant，1993) 认为，就企业家与国家的
关系而言，公司国家( company state) 和社团国家( associative state) 不
同。前者是企业利益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而后者是企业利益通过商
会组织作为桥梁与国家发生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商会组织是企业
家最重要的组织化载体。斯密特就认为，连锁董事会和社会网络分析
都缺少对于正式组织的分析，对企业家组织化的研究应考察拥有巨大

财富的资本家为何加入商会组织，在竞争和利益分化的情况下商会组

织如何可能( Schmitter ＆ Streeck，1999) 。
企业家正式组织的首要问题是集体行动困境。研究者以微观个体

理性选择为起点探讨组织化问题，分析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于商会组织

的影响( Olsen，1997) 。在奥尔森看来，由于搭便车以及交易费用的存
在，商会组织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招募会员的边际成本会上升。当边际
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组织边界达到最大。现实中总是人数少而获利
大的集团能有效地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组织起来( Olsen，1997) 。斯密
特则认为，商会规模与其集体行动能力之间的关系应是 U 型，规模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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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或者太小都会使会员倾向于采取非正式的共谋性集体行动，而非组

织化的( associative) 集体行动( Schmitter ＆ Streeck，1999) 。
然而在中国，企业家组织化的影响因素并不能仅仅归结于集体行

动困境，国家管控无疑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国家对社团注册登
记管理的限制和不定期的清理整顿限制了社团的成立和运作; 另一方

面，国家控制也使得商会依附于国家，缺乏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难以

具备为会员服务和负责的会员性，从而侵蚀了其组织化。斯密特认为，
会员逻辑( logic of membership) 对于商会组织十分重要。商会组织往
往通过提供“会员服务”和“会员参与”来吸引和组织会员( Schmitter ＆
Streeck，1999) 。而在中国，国家的控制侵蚀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使其
仍然习惯于依赖政府( 陈健民、丘海雄，1999) ，并倾向于寻求建立与官
员的非正式“关系”来实现目标( 赵秀梅，2004; Solinger，1992; Bruun，
1993) 。甘思德通过对中国钢铁行业协会的研究认为，协会行动力低
下在于作为国企的大型钢铁企业往往有与政府部门和领导直接的接触

渠道，有主管部门的直接代言，因此不需要通过行业协会来采取集体行

动( Kennedy，2009) 。相反的研究也显示，在经济发达地区，与政府转
制或者推动成立的行业协会不同，自发成立的行业商会组织更加具有

自主性，能够发挥较强的行业组织、服务、管理以及与政府沟通的作用
( 郁建兴，2004，2006) 。温州民间商会甚至被认为与政府逐步从关系性
合意走向了准制度化合作( 陈剩勇、马斌，2004) 。
从逻辑上而言，将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下归因于国家控制，意味着国

家放松控制之后社会组织化会迅速发展。但是，就现实而言，在俄罗斯
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瓦解后，虽然国家控制的放松使得商会数量

显著增加( Duvanova，2007) ，但自发的商会组织仍然缺少自下而上的
参与性、代表性，面临着会员不断流失的问题( McMenamin，2002 ) ; 同
时，就理论而言，国家可能是控制之手，更可能是扶助之手，国家与市场

对商会发展具有“双重赋权”的效应，商会组织与国家的纵向网络也可
能强化横向网络( 汪锦军、张长东，2014) 。具体而言，国家的扶助之手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组织。大部分东欧国家在转型后迅速建立了三方架构，国家在
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它推动或者鼓励了代表性商会组织的建立，承

认并且保护一个或少数商会组织。例如，匈牙利建立了强制性的商业
联合会( Chambers of Commerce) 来参与政府相关公共服务和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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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别于利益代表性商会( Cox ＆ Vass，2000 ) 。捷克则邀请五个商会
成立了企业工会和商会协调委员会( Coordinating Council of Business
Unions and Associations) ，所有涉及劳工和雇主的政策在提交立法之前
都必须提交三方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并非是被动的利益和政策
输入的接受者，相反，它创设或者承认了相关的制度安排( Lehmbruch，
1977，1991; Schmitter ＆ Lehmbruch，1982;Wilson，1983) 。

2．赋权。研究者发现，国家可以影响不同利益集团的动员组织能
力( Skocpol，1995) ; 政府结构、行政能力和政府听取社会组织意见的意
愿都会影响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 管兵，2013) 。对行业协会的研究进
而认为行业协会的发展需要“双重赋权”，即企业赋权与政府赋权的结
合( 徐家良，2003) 。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扩展民间性不可能完全避
免行业协会失灵。商会组织往往希望依附于政府，分享政府的权威和
公共资源以谋求生存和发展( 江华，2008; 胡辉华、陈世斌，2015) ; 不仅
商会组织的政治和政府资源是吸引会员入会的重要原因( Dickson，
2003) ，而且只有当商会组织嵌入到地方治理结构之中，地方党政部门
放权给商会组织时，它们才能够对会员有足够的吸引力; 只有商会组织

被吸纳到党政体系中并与地方官员保持私人关系时，它们才能够获取

政策影响力( Holbig，2006) 。“依附式自主性”、“权益性共生”和“碎
片化法团主义”等概念也被用来描绘对国家的资源依赖( 王诗宗、宋程
成，2013; Noakes ＆ Willam，2011; Zhan ＆ Tang，2013; Spires，2011;
Holbig，2006) 。

3．塑造组织形态和策略。国家还可以塑造社会组织的形态和策略
( Skocpol ＆ Fiorina，2004) 。近年来，黄晓春( 2015) 对中国社会组织的
研究不断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总体支配”和
“分类控制”，“模糊发包”的社会组织领域政策执行以及“条、块、党
群”分割的治理体系( 黄晓春、嵇欣，2014) 等，都使得中国的社会组织
具有高度嵌入地方行政网络、非稳定的发展预期、因面临不确定的资源
供给格局而产生工具主义发展等特征，影响了社会组织对其活动领域、
活动地域和运作过程的自主性。
已有研究对理解我国企业家的组织化问题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

洞察。不过，现有研究仍然存在模糊不清或者争议之处。首先是对组
织化的界定。已有文献在讨论企业家组织化问题时往往侧重点有所不
同，“集体利益代表”( Schmitter ＆ Streeck，1999) 、“横向网络”( 汪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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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张长东，2014) 、“组织凝聚力”( Coleman ＆ Grant，1988; 纪莺莺，
2015b，2016) 、代表性( 江华、张建民，2009) 、“群体利益制度化”( 管兵，
2013) 以及“集体行动能力”( Olsen，1997) 、“政策影响力”( Zhang，
2015; 纪莺莺，2015a) 等概念所指向的组织化面向都存在一定差异。其
分析对象有时是会员加入协会的动力机制及其对协会的认同和评价，

有时是协会如何吸引和代表会员，有时是协会自身组织的运作，还有时

是在集体抗议和政策游说中与政府的关系。其次在于对影响社会组织
化的因素存在不同的判断。已有研究不仅对商会组织规模对于其集体
行动能力的影响、企业规模对于其组织化意愿的影响存在不同的判断，
进而对于国家是扶助之手还是控制之手也存在不同的判断。特别是由
于已有研究大部分是定性研究，而关于浙江商会的大样本分析仍主要

停留在描述性统计上，因此，基于更新鲜的田野定性访谈资料和大样本

的结合将有利于我们澄清这些争论。

( 二) 研究对象

本文基于对“组织化”概念的多层次操作化界定，力图分析企业家
正式组织的基本机制。资料来源有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定性访谈。访
谈基于 2016 年广东省商会行会组织调查，调查主要涉及珠海、中山、惠
州和广州四个经济较发达城市的地市、县区和镇街三个层级的近 50 个
行业协会、异地商会、综合性商会和镇街商会。第二，大样本分析。问
卷调查于 2016 年 3 － 5 月开展，覆盖了广东省全部 21 个地级市和顺德
区，涵括了 297 家省市区( 县) 级工商联和镇街工商联( 商会) 的直属商
会。问卷调查进行区域配额，由当地工商联根据配额派发，并指定“商
会秘书长”填写。

二、将企业家组织起来: 国家、市场与乡缘

广东工商联系统的商会组织基本上处于相同的制度环境，从中可

以看到，国家、市场与乡缘网络是企业家组织的三大组织资源。

( 一) 依靠国家组织起来

20 世纪 80、90 年代，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推动了各类行业协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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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最近几年，“国家组织社会”仍然存在，并且出现了新的形式。
第一，国家创建商会。目前，虽然行会商会与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脱

钩，但国家仍然在推动以下两类经济类社团的建立，即区域性商会和青

年商会。区域性商会包括镇街商会和社区商会。在调研中，基本上所
有的镇街商会都挂靠在镇街经济办，依托于政府机构的人员开展日常

运作。同时，国家还得帮助商会把领导班子搭建起来，特别是在那些镇
街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较少的地方。珠海市香洲区推动了 9 个镇街商
会全覆盖，但“有的镇街五六年找不到老板做会长”，因为“镇街太基
层，老板在政治上和名誉上都没有什么可图”。为了调动企业家的积
极性就采取政治安排，虽然政协中工商联界别有一定比例，但是一些地

方实际上早就突破了这个比例，把企业家安排在其他界别，有的县区这

一届这一比例约占到 1 /3。除了镇街商会，国家还力图把商会向基层
延伸，这就出现了社区商会和楼宇商会这样的新形式。在珠海香洲，第
一个社区商会是梅花街道办鸿运社区商会。商会最初是区工商联书记
直接推动建立的。当时他“支持创建了社区商会，解决贫困老人、苦难
家庭、文体活动和再就业等问题”。最近几年，国家对民营企业家统战
工作的重心是青年企业家。在广东，在双重管理时期各地就已经推动
了各种青年企业家联合会或青年商会的成立，提供办公场所，对会长人

选进行把关，推动各类活动的开展。在要求政社脱钩后，政府仍然提供
各种资源。例如，佛山市高明区青年商会由高明区团委推动成立，目前
依然是团委提供办公场所( 佛山市高明区青年商会执行会长访谈记

录，2016 年 4 月 5 日) 。
第二，依托国家资源组织起来。依托国家资源实现自组织指的是

行会商会利用政治和行政资源来吸纳和组织会员。首先是依靠政治关
联组织起来。很多行会商会依靠它们所拥有的独特政治关联来吸纳和
组织会员，这种政治关联包括官员担任商会顾问、推荐会员成为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等。即使异地商会大多不在工商联推荐本地政协委员的
界别中，但他们可以推荐会员到家乡担任体制内职务，或者到本会会员

有投资的地区担任职务，这也成为行会商会吸引会员的重要资源。
“我们与湖北省政府的联系比较多，湖北政府有楚商大学，雷军、李彦
宏和省长省委书记等都参加; 商会也去湖北考察，为会员站台，协调当

地政府支持会员回原籍投资”( 珠海市湖南商会会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9 日) 。珠海市常德商会秘书长就推举了很多会员到常德担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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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委员。在一业多会的情况下，政治关联还可以防止行业协会的分裂。
白云区酒类专卖行业协会于 2007 年成立，理事以上单位 50 多个，会员
500 多人，是白云区唯一的酒类行业协会。在会长看来，一业多会并不
会造成协会分裂，因为该协会由酒类专卖局推动成立，“没可能分裂出
去。老板这么多，谁听谁的? 还是要政府、书记出面”。“我们协会的
活动，只要工商联书记在他一定会参加，这让企业觉得有信心、有面子、
沟通顺畅”( 广州市白云区酒类专卖行业协会会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7 日) 。越秀区汽车用品商会会长更直接地说: “政府应该给更多
资源，这样不用动员他们( 会员) 就能来参加活动，工商联领导和职能

部门领导出来含金量就高”( 广州市越秀区汽车用品商会会长、康煌贸
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8 日) 。其次是依靠行政资
源组织起来。目前，广东省的大部分经济类社团已经实现政社脱钩，然
而，向社会组织转移政府职能，建立起政府、社团和会员之间的新的联
系，这种新联系将会员捆绑在他们可能并不想加入的商会行会中。珠
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原来挂靠在珠海市科工贸信局，脱钩后承接

了中小企业成长工程( 珠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访谈记录，

2016 年 3 月 9 日) 。中山市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商会原来挂靠在科技局
下，目前主要是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中山市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商会秘

书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0 日) 。惠州市信用联合会承接惠州的企
业授信( 惠州市信用联合会会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1 日) 。还有
饮食业商会承接国家级酒家的评定，酒类商会承接办理区内酒类材料

的审查和培训，肉菜市场商会承接肉菜市场行业人员培训工作，纺织行

业协会承接企业清洁生产单位评定材料初审等。此外，国家还有其他
资源“培育”商会。比如，珠海市委组织部每年拨 150 万元培训经费，
组织会长和秘书长等到大学听课培训( 珠海市工商联会员部部长访谈

记录，2016 年 3 月 9 日) 。利用这些行政资源，商会可以要求人们只有
参加商会、成为会员，才能参加政府项目投标、接受政府项目初审等，从
而将会员组织起来。

( 二) 依靠市场组织起来

在广东，相当多的商会是企业家自发成立和组织的，以至于统战部

门和工商联发现他们对于数量呈井喷状态的企业家自组织失去了工作

“抓手”。对于部分商会而言，成员间的联系主要依靠日常的联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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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包括节日聚会、慈善活动、团体旅游、培训，等等。不过，如果单纯依
靠联谊活动，协会可能会较为松散。除了联谊这种最初级的形式，部分
商会已经开始依靠市场合作实现更紧密的自组织。
第一，商会的日常市场服务。大部分商会都会为企业提供最基本

的会员市场服务，包括市场信息、政策信息和业务培训等，获取这些基
础市场服务也是企业入会最基本的考虑。酒业协会秘书长在谈及日常
服务时就提到，“去年协会组织大大小小推介会、品酒会，还联络去香
港参加食品展和培训”; “去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出台，一
支酒包装不合格也要罚几万。我们( 协会) 咨询法律顾问和食药局，出
台规范化指南，提醒会员各个方面要注意的事项，结果我们有两个会员

单位被食药监局抽查，都合格了”( 广州市越秀区酒类行业协会秘书长
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8 日) 。
第二，会员之间的市场合作。行业合作和跨行业合作是商会实现

有效自组织的重要机制。行业合作主要是行业上下游的合作关系。相
对于联谊活动和日常行业服务，市场合作更紧密地捆绑着企业家。广
东省中山市黄圃镇是全国最大的广式腊味生产基地，其食品腊味行业

协会有会员 110 家，大多是本行业的大企业。协会参与了取消烧腊制
品原国家强制“酸价”标准的活动，提出酸价指标不能准确客观地反映
腌腊肉制品脂肪氧化标志的程度，而宜用过氧化值标志作为代表脂肪

氧化程度的指标。在这个过程中，会长单位组织召开本市行业酸价座
谈会，听取会员企业意见，并联合包括利口福和煌上煌等在内的大国企

筹集取消酸价论证研检资金，协会会长和常务副会长企业捐款 10 万元
作为论证经费，副会长企业捐款 5000 － 50000 元不等。最终，取消酸价
标准的诉求获得国家批准( 中山市黄圃镇食品腊味行业协会会长访谈

记录，2016 年 3 月 10 日) 。与行业协会不同，综合性商会、镇街商会和
异地商会中的经济合作是跨行业的。中山市经济促进会是跨行业的综
合性商会，成立于 2014 年，80 多个会员单位大部分是本市大企业，入
会需要两位常务副会长推荐，协会缴纳的会费很少，基本靠赞助。2015
年协会开展活动 165 场，包括帮助会员与招商部门对接，搭建与华泰卫
视的合作关系，帮助企业家走出去，等等。“去年我们有个会员企业收
购了中山电梯厂，但中山是电梯基地，订单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就
介绍他到湖北荆门，当地给他 2000 多亩地，把上下游搬过去，该地区所
有的订单都给他，还免税”( 中山市经济促进会会长访谈记录，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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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 。

( 三) 靠人际网络组织起来

商会依靠人际网络团结、组织企业家。许多商会最初吸纳会员的
方法就是依靠人际网络。对部分企业家而言，发起商会行会就是为了
拓展人际网络，有“江湖地位”; 部分企业家参加协会不是为了获取政
治行政资源和市场经济资源，而是由于被熟人“拉入伙”，之所以持续
缴纳会费，也是为了“给面子”。
在人际网络中，乡缘网络尤为重要。在经济类社团登记管理放宽

之后，异地商会数量迅猛增加。在中山市的 89 个商会中，除了 24 家镇
街商会和 30 家行业商会之外，还有 35 家异地商会( 中山市工商联副主
席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0 日) 。中山市古镇就有 23 家异地商会，其
中仅浙江省的就有 7 家。2015 年古镇还成立了异地商会联盟，便于沟
通交流( 中山市古镇工商联副主席 /秘书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0
日) 。在珠海这个外来人口居多的城市，2012年以来新增的 60 家商会中
有 34家是异地商会，其中，仅湖南籍的企业家就实现了每个湖南地级市
都在珠海设有异地商会。2000 年，湖南籍企业家成立了湘籍企业家协
会; 2009年后，该协会濒临解散，分化为湖南各地级市的异地商会; 2014
年，珠海湖南商会又重新成立，同时各地级市异地商会仍然存在。
通过建立老乡之间的网络，医疗、纠纷、慈善和因在异地缺少市民

待遇而遭遇的各种困难得到解决，乡缘网络成为组织企业家的重要机

制。在珠海市，常德籍商人有 7 万人左右，商会有 130 家会员企业。商
会秘书长认为，“商会是‘沙滩效应’，就是说它是流动的，有留下来的，
有退出的。会员入会都是想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就退出了”。珠海河
南商会和常德商会秘书长都谈到，商会为吸引会员很看重的一件事就

是搭建与医院同乡医生的关系网络。河南商会甚至成立了“医疗委员
会”，把各大医院河南籍专家每家找 3 － 5 个人，到商会会所开展义诊。
谁家有病人，商会就帮忙调床位、找医生等。除了医疗资源，扶助贫困
也是乡缘网络的重要功能。“2014 年，有个河南籍农村大学生得病，学
校找到我们( 珠海河南商会) ，我去医院看看，在会员中筹了 7 万多元，也
找了媒体报道，最后得到珠海社保局的帮助，解决了( 问题) 。因为这个
事情( 的影响) ，有些人回流回来( 成为会员) ”( 珠海市河南商会秘书长
访谈记录，2016年 3月 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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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会组织化: 规模、活跃度与凝聚力

商会由国家扶助、市场赋权、人际网络汇聚而成，但其组织化水平
存在差异。有些商会运作活跃且凝聚力强，有些则松散或陷于瘫痪。
据广东工商联内部人士的判断，组织良好、一般和瘫痪的商会组织约各
占 1 /3( 广东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5 日) 。这就需
要进一步探讨: 为何商会的组织化程度存在差异?

( 一) 因变量测量与描述

对于“组织化”，现有的界定和测量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业
代表性。江华和张建民( 2009) 认为，商会的“行业代表性”主要涵括了
三方面内容，即自主性、覆盖率和垄断性，也就是说相对于国家的自主
性和相对于企业的垄断性和覆盖率。第二，集体行动力。邓燕华和阮
横俯( 2008) 以“组织行动力”分析农村老年人协会的组织化程度; 在分
析社团组织时，管兵( 2013) 认为，“群体利益制度化”须以社会组织是
否能稳定地、多次性地为社会群体代言来衡量。斯密特和斯特瑞克
( Schmitter ＆ Streeck，1999) 认为，商会的“凝聚力”主要看会员面对问
题时是否倾向于通过商会采取集体行动; 纪莺莺( 2015b，2016) 将商会
的组织凝聚力界定为组织汇聚、声称和表达其成员利益诉求的能力。
第三，政策影响力。狄忠蒲认为，会员遇到困难时是否会试图通过协会
来解决问题是衡量商会影响力的重要标准( Dickson，2003) 。斯密特和
斯特瑞克认为，“影响力”与“凝聚力”同样重要，商会组织要能够代表
会员向政策过程施加影响( Schmitter ＆ Streeck，1999) ; 张长东( Zhang，
2015) 和纪莺莺( 2015a) 的研究也都聚焦于商会政策影响力，即商会是
否能够整合和代表不同利益诉求向政策过程施加影响。
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本文还思考了以下因素: 第一，自主性是自

变量而非因变量，特别是考察商会组织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是否会影

响其组织化方面。第二，本文不只是考察商会自身的特性，还特别考察
了商会组织与会员的联系、会员参与和会员代表。由此，本文将从以下
几个方面测量商会的“组织化”。
第一，规模。本文不使用“入会率”测量商会的规模，这是考虑到

虽然行业协会可以用其会员数 /特定地区本行业的企业数来测量，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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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商会和综合性商会的入会率很难测量，因为两者的企业总数很难统

计。因此，本文用会员数量测量商会的规模; 进而将会员数量在其他模
型中作为自变量，考察规模是否会影响商会组织化的其他面向。现有
研究认为，组织规模对组织化的影响是 U 型曲线，考虑到规模对因变
量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增加了规模平方这一自变量，规模和规模平方我

们都做了对数处理。
第二，活跃度。“活跃度”指的是商会组织是否处于有名无实的瘫

痪、半瘫痪状态。在田野访谈中我们发现，活跃的商会组织中需要的专
职秘书处人员往往更多; 相反，瘫痪或半瘫痪的商会组织中专职的秘书

处人员往往很少。这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活跃的商会往往有更
多的专门委员会和业务部门，比如青年委员会、综合部、业务部、会员部
等，因而有更多的秘书处人员。另一方面，活跃的商会有时还以商养
会，秘书处也需要更多的人员。比如，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以商养会，
它有 16 个专业工作委员会、7 个专业服务中心、5 个专业服务平台。秘
书处就相当于一个企业的总部，由各个专业委员会负责这些企业的具

体事宜，再由各委员会主任向秘书处汇报。因此秘书处就更为庞大
( 广东省物流协会干事访谈记录，2017 年 3 月 5 日) 。故我们以“秘书
处人员数量”来测量协会的活跃程度。
第三，凝聚力。有的商会有数量庞大的秘书处人员，商会很活跃，

但与会员的组织联系却很薄弱。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考察商会的“凝
聚力”，即商会与普通会员的关系。本文将凝聚力分为两个层面，即
“由上而下的凝聚力”( 会员性) 和“由下而上的凝聚力”( 参与性) 。所
谓“会员性”指的是，商会从上至下组织和服务会员的凝聚力; 而“参与
性”指的是会员由下而上地积极参与商会活动的凝聚力。本文从两个
方面来测量“会员性”，即组织会员大会数量( 上一年度) 和联系会员数
量( 年度) 。其中，考虑到“会员大会数量”少的商会并不意味着以其他
形式开展的组织活动少，本文进一步以上一年度“联系会员次数”来测
量商会由上而下组织和服务会员的会员性。同时，本文用两个问题来
测量商会的“参与性”。一个是填答者( 商会秘书长) 对于会员参与积
极性的主观评价，即“会员对于协会活动和日常事务并不积极参与”。
另一个是填答者( 商会秘书长) 对协会利益代表性的主观评价，“遇到
问题时，会员很少通过本会与政府及有关部门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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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自变量测量与描述

基于已有研究文献，本文将分析“集体行动的逻辑”和“自主性的
逻辑”两组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基于定性访谈，本文进一步将“组织资
源的逻辑”相关变量纳入分析。

1．集体行动的逻辑。为了考察理性行动者假设下“集体行动的逻
辑”，本文主要着眼于组织规模，问卷询问商会的“会员总数”。在第一
个模型将商会的规模作为因变量之后，本文其他的模型都将商会的组

织规模作为自变量处理。
2．自主性的逻辑。对于“自主性的逻辑”，本文运用两个关键变量
来分析，即商会成立类型和商会经费来源。第一，商会成立类型。问卷
询问商会“成立起源”。本文将它作为三分定类变量，即“政府部门转
制”、“政府倡议组织”和“自发组织”。其中，将回答“核心成员牵头”
和“多数成员自发”、“分会独立”者设置为“自发组织”; 将回答“其他”
者或缺失值设置为缺失。第二，商会经费来源。如果商会的第一大经
费来源是会费，将其记为 1; 如果是领导班子赞助、服务型收入、以商养
会和其他收入来源，均记为 0。

3．组织资源的逻辑。
( 1) 国家资源。本文通过三个变量来测量。第一，政府支持。由

于商会组织的“政治关联”我们很难通过问卷了解，同时考虑到有政治
关联的商会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因此问卷询问“政府对贵会
是否有支持”、“政府对贵会主要有哪些支持方式( 可多选) ”。将其答
案编码为三分变量，即“没有支持”、“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所谓
“直接支持”指的是政府对商会的直接资源投入，包括“资金补助”、“提
供办公场所”、“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间接支持”包括“陪同领导
参观 /访问”、“党政干部出席活动”、“政府官员视察、接见”和“政府组
织培训”。第二，体制内工作经历。询问“副会长以上领导班子成员中
是否有体制内机构( 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 工作的经历”，
该变量为二分变量，即回答“有”或者“无”。第三，政治吸纳。询问会员
中有无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为二分变量，回答“有”或者“无”。
( 2) 市场资源。第一，大企业会员。本次问卷调查中“大企业会

员”并没有使用客观的企业规模，而是询问填答者其商会是否包含本
地区或本行业“全部大企业”、“大部分大企业”抑或“少数大企业或者
中小企业”。这是因为考虑到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大企业”的规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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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较大差异，而对于商会组织而言，即便“大户”在客观规模指标
上存在很大差异，本商会是否吸引到本地或者本行业的“大户”加入仍
是较为清晰的认知。第二，龙头企业任会长。考虑到龙头企业出任会
长可能更能吸引会员的参与，问卷询问“会长单位是否是本行业 /本商
会的龙头企业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企业”。
( 3) 乡缘网络资源。考察相对于行业性商会和地区综合性商会，

异地商会的乡缘网络是否会有更强的组织凝聚力。我们询问“商会类
型”，即综合性商会、行业性商会还是异地商会。

4．控制变量: 层级。
已有研究认为，不同层级的商会的政策影响力存在差异，层级越高

政策影响力越大，层级越低政策影响力越小( 纪莺莺，2015b) 。因此，
本文将商会的层级( 省、地级市、区县、镇街) 作为控制变量。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描述 百分比 个案数 定义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因变量

商会
规模

会员人数:
1． 50 以下
2． 100 以下
3． 100 － 300
4． 300 － 500
5． 500 － 1000
6． 1000 以上
999．缺失

5. 39
28. 96
45. 79
10. 44
4. 38
3. 70
1. 35

16
86
136
31
13
11
4

连续变量，取值为:
( 1 = 25)
( 2 = 75)
( 3 = 200)
( 4 = 400)
( 5 = 750)
( 6 = 1200)
( 999 = 25)
商会规模的平方

3. 22 ～
7. 09

10. 36 ～
50. 27

5. 07

26. 48

. 88

8. 95

297

297

秘书处
人数

秘书处专职工
作人员人数:
0 － 20
999．缺失值

89. 2
10. 8

249
30

连续变量，取原值

0 ～ 20 2. 671 1. 997 249

会员大
会次数

会员大会或会
员代表大会的
次数:
1．召开1 －2次;
2．召开3 －5次;
3．召开5次以上
999．缺失

86. 53
8. 42
2. 69
2. 36

257
25
8
7

连续变量，取值为:
( 1 = 1. 5)
( 2 = 4)
( 3 = 6) 1. 5 ～ 6 1. 84 . 99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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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名 描述 百分比 个案数 定义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联系会
员次数

联 系 会 员 的
次数:
1. 3 次以下
2. 3 － 5 次
3. 5 － 10 次
5. 10 次以上
999. 缺失

9. 09
35. 35
23. 23
28. 28
4. 04

27
105
69
84
12

连续变量，取值为:
( 1 = 2)
( 2 = 4)
( 3 － 4 = 7)
( 4 = 12)

2 ～ 12 6. 89 3. 62 285

参与
积极性

会员对商会活
动 参 与 积
极性:
1. 不积极
2. 不好说
3. 积极参加
999. 缺失值

10. 77
12. 46
71. 04
5. 72

32
37
211
17

虚 拟 变 量，取
值为:
1. 积极参加
0. 不 积 极 和 不
好说

0 ～ 1 2. 602 . 676 280

反映
问题

通过商会向政
府 沟 通 反 映
问题:
1. 不积极
2. 不好说
3. 积极反映
999. 缺失值

15. 15
19. 19
59. 60
6. 06

45
57
177
18

虚 拟 变 量，取
值为:
1. 积极反映问题
0. 不 积 极 和 不
好说

0 ～ 1 2. 444 . 743 279

自变量

层级

商会注册等级
层级:
1. 街镇
2. 区( 县)
3. 市级
4. 省级
999. 缺失

9. 09
26. 94
54. 55
9. 09
2. 36

21
80
162
21
7

类 别 变 量，取
值为:
1 =街镇和区县级
2 =市级
3 =省级

1 ～ 3 1. 53 . 66 290

发起
方式

商 会 成 立 的
起源:
1. 政 府 部 门
转制
2. 政 府 倡 议
组织
3. 自发
999. 缺失值

3. 38

38. 38

54. 55
3. 70

10

114

162
11

类 别 变 量，取
值为:
1 =政府部门转制
2 =政府倡议组织
3 =自发

1 ～ 3 2. 53 . 57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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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名 描述 百分比 个案数 定义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商会
类型

1. 地区异地
商会
2. 地区综合性
商会
3. 行业性商会
999. 缺失值

23. 6

27. 6

43. 8
5. 5

70

82

130
15

类 别 变 量，取
值为:
1 =地区异地商会
2 = 地区综合性
商会
3 =行业性商会

1 ～ 3 2. 21 . 82 282

会费
比例

第 一 大 经 费
来源:
1. 会费
2. 领导班子
赞助
3. 服务收入
4. 以商养会
5. 其他
999. 缺失值

67. 68
2. 36

1. 35
1. 35
20. 88
6. 40

201
7

4
4
62
19

虚 拟 变 量，取
值为:
1 =第一大经费来
源是会费
0 =第一大经费来
源不是会费

0 ～ 1 . 68 . 47 297

政府工
作经历

领导班子成员
中是否有体制
内工作经历:
1. 没有
2. 有
999. 缺失值

76. 43
22. 22
1. 35

227
66
4

虚 拟 变 量，取
值为:
1. 领导班子成员
中有体制内( 政府
机关、国有企业和
事业单位) 工作
经历
0. 无

0 ～ 1 . 222 . 416 293

人大
政协

会 员 的 政 治
安排:

是 否 有 人 大
代表
是 否 有 政 协
委员

52. 19

68. 69

155

204

虚 拟 变 量，取
值为:
1. 会员中有人大
代表或政协委员
0. 无

0 ～ 1 . 71 . 46 297

大企业
会员

商会包含本地
区或本行业:
1. 全部大企业
2. 大部分大
企业
3. 少数大企业
或者中小企业
999. 缺失值

9. 76
41. 75

45. 79

2. 69

29
124

136

8

虚 拟 变 量，取
值为:
1. 商会包含全部
或 者 大 部 分 大
企业
0. 商会包含少数
大企业，或者基本
是中小企业

0 ～ 1 . 471 . 500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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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名 描述 百分比 个案数 定义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龙头
企业

会长是行业龙
头企业:
1. 不是
2. 是
3. 不好说
999. 缺失值

11. 11
79. 80
8. 42
. 67

33
237
25
2

虚 拟 变 量，取
值为:
1. 会长是本行业
的龙头企业
0. 不是

0 ～ 1 . 80 . 40 295

政府支
持方式

政府对贵会有
哪 些 支 持
方式:
0. 没有支持
1. 资金补助
2. 提供办公
场所
3. 资助参展
4. 职能转移
5. 购买服务
6. 陪同领导
参观
7. 党政干部出
席活动
8. 政府官员
视察
9. 培训

19. 53
21. 50
19. 19

11. 44
12. 45
12. 12
34. 34

35. 35

24. 92

30. 30

58
64
57

34
37
36
102

105

74

90

类 别 变 量，取
值为:
0. 没有政府支持
1. 政府直接支持
( 资金补助、提供
办公场所、职能转
移和购买服务)
2. 政府间接支持
( 资助参展、陪同
领导参观、党政干
部出席活动、政府
官员视察和培训)

0 ～ 2 1. 39 . 83 297

注: 我们处理了商会规模和经费来源的缺失值，将商会规模的缺失值取最小值 25; 经费
来源的缺失值按第一大经费来源不是会费处理，其余变量的缺失值都作删除处理。

( 三) 数据结果

在数据分析中，因变量 1 － 4 的“商会规模”、“秘书处人数”、“会员
大会次数”和“联系会员次数”均为连续变量，采用的是线性 OLS模型。
而我们将因变量“参与活动积极性”和“通过商会反映问题”设置为虚
拟变量，采用了 Logit回归模型。实证的结果见表 2。

1．商会规模: 龙头企业和大企业效应。龙头企业成员担任会长，商
会包含本地区或者本行业的全部或大部分大企业，其商会组织的规模

更大。此外，在控制变量部分，相对于地市级的商会组织，街镇和县区
的商会组织的规模更小。

2．商会活跃度: 大企业效应和行会效应。首先，商会活跃度并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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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效应。规模并不对商会的活跃度有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活跃
度并不存在集体行动的效应。其次，商会活跃度也不依靠会员逻辑。

表 2 多元回归模型结果

规模 活跃度

商会规模
( 对数)

秘书处
人数

凝聚力

会员性 参与性

会员大会
次数

联系会员
次数

参与活动
积极
通过商会
反映问题

规模( 对数) 1. 050 . 080 6. 072＊＊＊ 1. 853 1. 848

规模平方( 对数) － . 047 － . 001 － . 601＊＊＊ － . 143 － . 187

大企业 . 241＊＊ . 606＊＊ . 005 . 448 . 685* － . 016

龙头企业 . 273＊＊ . 066 . 141 . 453 . 258 . 160

发起方式 ( 参照组:

转制)

倡议组织 － . 4210 . 081 . 324 － . 132 . 164 － . 596

自发 － . 481 － . 110 . 384 － . 341 . 648 － . 776

第一大经费来源会费 . 010 － . 712＊＊ － . 315＊＊ － . 182 . 711＊＊ － . 347

政府工作经历 . 083 － . 471* － . 327＊＊ . 456 . 345 . 299

人大、政协代表 . 098 . 377 － . 218* － . 552 － . 087 . 030

政府支持 ( 参照组:

无)

直接支持 . 055 － . 062 . 386* － . 703 1. 455＊＊＊ . 580

间接支持 . 230* . 163 . 175 － . 751 . 963＊＊＊ . 336

商会类型 ( 参照组:

异地商会)

综合性商会 － . 147 . 227 . 179 . 477 . 074 － . 015

行业性商会 － . 176 1. 031＊＊＊ . 103 . 617 . 421 － . 233

层级( 参照组: 市级)

街镇、区县 － . 452＊＊＊ － . 437 . 199 － . 917* － . 232 . 099

省级 － . 052 . 324 . 380* 1. 067 1. 312* － . 370

截距 5. 196＊＊＊ － 1. 885 1. 141 － 7. 685 － 6. 977* － 3. 425

样本数 263 222 259 256 263 266

Ｒ2 . 1424 . 1679 . 0854 . 0915 Pseudo Ｒ2 Pseudo Ｒ2

Adj． Ｒ2 . 0977 . 1073 . 0290 . 0347 . 1390 . 0338

注: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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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表明，商会完全可以不依靠会费和会员而运作; 相反，第一大

经费来源是会费的商会活跃度明显更低。这意味着，如果商会组织除
了会费以外的经费来源很少，那么，商会也更可能虚弱无力。再次，商
会活跃度并不依靠国家资源的激发，即政治资源，包括政府支持，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会员和会长的政府工作经历并不对秘书处人数产生正
向影响，会长的政府工作经历甚至与秘书处人数呈显著负相关。最后，
数据分析显示，商会的大企业会员与商会活跃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呈现

大企业效应。在商会的各种类型中，行业性商会比异地商会的活跃度
明显更高。

3．商会凝聚力: 会员性的规模效应以及参与性的政府和大企业双
重赋权效应。首先，会员性的规模效应。一方面，会费依赖与会员性呈
现显著负相关。与理论假设商会越依靠会费就越可能加强对会员的组
织和服务不同，更加依靠会费的商会的秘书处人数更少，会员大会次数

更少。可见，有强烈会费依赖的商会不仅活跃度低，而且会员性也很
弱。同时，商会的不同发起方式，包括转制、国家倡议组织和商会成员
自发组织都并不与会员性呈现显著相关性。另一方面，国家资源并不
能推动商会组织建设和服务于会员，有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会长，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会员以及政府支持都与联系会员次数没有显著相关性，有
体制内工作经历的会长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会员甚至与会员大会次
数呈现显著负相关。其次是会员参与性的政府和大企业双重赋权效
应。一方面，那些拥有政府资源的商会组织，会员参与积极性的评价显
著更高; 另一方面，在秘书长看来，包含本地区或本行业的全部或大部

分大企业的商会，会员的参与积极性更高，并且更倾向于通过商会与政

府部门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可能是那些包括了本地或者本行
业大企业会员的商会，在本地的影响力越大。也就是说，会员不是因为
商会有政治关联而诉求于商会与政府沟通，更可能的原因是，商会拥有

大企业会员而更有影响力，会员更可能诉求于商会来与政府沟通。

四、组织化的机制: 组织资源和组织规则

在将组织化程度具体化为规模、活跃度和凝聚力三个维度，并进一
步把凝聚力划分为会员性和参与性的基础之上，通过数据分析，结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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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访谈，我们可以看到组织资源对于商会的组织化非常重要; 同时，活

跃度与会员性又存在相当不同的逻辑。

( 一) 组织资源与商会组织化

1．集体行动逻辑难以完全解释商会的组织化差异。根据数据分
析，商会的规模对商会联系会员的次数有显著的 U 型效应，但它却对
商会活跃度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商会的活
跃度并不有赖于对商会会员的集体协调和组织。对于很多精英俱乐部
型的商会而言，不管规模大小，它们主要依赖少数精英或者积极分子的

活动，甚至可以通过以商养会等形式支持其运作，有自己庞大的产业，

商会规模本身并不会构成活跃性困境。
2．自主性逻辑并不成立。商会自主成立和会费依赖两者并没能推
动商会提升其组织化程度、更好地组织和服务会员。与政府部门转制
的商会相比，政府倡议组织和会员自发成立的商会在规模、活跃度、凝
聚力和利益代表性上都没有显著差异; 同时，依靠会费作为一大经费来

源的商会活跃度更弱，会员大会的次数也更少。可能的解释是: 较之于
有其他经费来源的商会，依赖会费的商会由于资源短缺而更加涣散无

力。在访谈中，多个商会也反映，依赖会费运作举步维艰，“希望省里
下文支持购买服务，( 否则) 我们只能靠会费维持，就连法律法规酒质

培训都跟不上了”( 广州市白云区酒类专卖行业协会会长访谈记录，
2017 年 3 月 18 日) ;“能不能拿一些政府补贴、项目给商会做，这样我
们不只依靠会费，就能搞活跃些”( 广州市越秀区汽车用品商会会长、
广州市康煌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访谈记录，2017 年 3 月 19 日) 。

3．国家与市场提供的组织资源非常重要。首先，国家的确是企业
家组织起来的扶助之手，不过它无助于提升商会的会员性。如数据结
果所示，在秘书长看来政府给予支持的商会会员参与积极性的评价都

会显著更高。但同时，国家资源并不能显著激发商会的活跃度。会长
的政府经历甚至与会员大会的次数呈显著负相关。这显示了国家扶助
之手所具有的两面性，即国家的确推动了部分商会的建立和组织，政治

关联和行政资源往往确是商会吸引会员参与的重要资源，但它却无助

于提升反而会损害商会的会员性。在会员看来，承接政府职能使得一
些商会依靠行政资源吸纳和维系会员，但却不向会员提供服务。“我
参加了 25 个商会，商会会费最低 5000 元，最高 5 万元，中装协差不多

64

社会学研究 2018． 4



10 万元……这些商会都是有各种来头的，不参加年检过不了，不参加
不能参加招投标，不参加不能参加评比，不参加不能参加定级”( 广州
市越秀区工商联副主席、六榕街商会会长、珠江建筑总经理访谈记录，
2016 年 3 月 18 日) 。
其次，市场资源对商会组织有很强的赋权效应，不过它也无助于解

决商会组织联系和服务会员的会员性问题。龙头企业会长有助于扩大
商会规模，这是“拉人入会”和“江湖地位”的机制在发生作用，但龙头
企业会长的作用并不可以直接转换为商会的活跃度、凝聚力和利益代
表性。就大企业会员而言，现有研究认为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即大企业
的集体行动能力更强，更有助于商会组织化( Traxler ＆ Huemer，2007;
江华、张建民，2010) ; 大企业有可能有个别化的政治关联，从而损害商
会集体行动的能力( Haggard et al．，1997; 纪莺莺，2015b) 。与现有研
究结论不同，本文发现，大企业会员并不会提升商会的会员性，它更可

能带来的是少数积极分子和精英的活跃度。之所以有这种“大企业俱
乐部效应”，是由于大企业的优势体现在更多“商机”，大企业更有可能
发展出以商养会的形式，也更可能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就以商养会
而言，“能够实现以商养会的商会一般是发展阶段比较高、运作比较好
的大企业”( 广东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8 日) 。比
如，2013 年，珠海民企商会与珠海金控出资合作设立了投资基金公司，
注册资本 3 亿元，为珠海市优质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持( 珠海市
民企商会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9 日) 。此外，行业协会的活跃度更
高。这可能是由于行会拥有更多的产业链进行市场合作。比如，顺德
燃气具商会拥有 90 多家会员企业，企业数量占全国总数的 1 /5，产值
约占全国的 30%。商会在相当程度上依托产业链组织，会员中有行业
巨头，如万家乐、万和等整机企业，也有合胜和百威等专业配件企业，紧
密的产业链合作更可能激发商会的活跃度。“会员之间有供应关系，
所以也搬不走。越依靠产业获得发展，行会越活跃”( 佛山市顺德区燃
气商会副会长访谈记录，2016 年 4 月 5 日) 。
最后，乡缘网络推动了异地商会组织。但是，异地商会并没有比行

业协会和综合性商会组织化程度更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在很多时
候，依靠乡缘网络组织起来与依靠国家和市场并不矛盾，因为乡缘网络

往往是整合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载体。一方面，乡缘网络往往成为
企业强化经济合作的载体。例如在中山市，企业组织了红木家具、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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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木纹家具等行业协会。在具体的行业协会之下又成立了多个异
地商会，比如，红木家具行业协会有 7000 多家企业，同时又成立了红木
家具湖南商会、红木家具广西商会、红木家具五华商会等异地商会( 中
山家具商会会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0 日) 。珠海常德商会以商养
会促进发展，2013 年 7 月成立投资公司，每股 3 万元，公司化管理，确
定法人，贷款人将盈利的三个点给付商会( 珠海市常德商会秘书长访

谈记录，2016 年 3 月 9 日) 。另一方面，有时乡缘网络也成为政治资源
的载体。某异地商会据说有当地市政府 100 多位同乡籍党政官员作为
顾问团，后该会分裂为多个异地商会，据说是因为官员之间有纷争，各

自支持企业家组成不同的地级市异地商会( A 市某异地商会秘书长访
谈记录，2016 年 3 月 9 日) 。

4．控制变量: 商会层级。县区和镇街基层商会组织明显更加涣散。
相对于市级商会，区县和镇街的基层商会规模( 对数) 更小、秘书处人
员更少、联系会员次数更少，基层商会在规模、活跃度和凝聚力等方面
呈现松散的特征。正如定性访谈部分所揭示的那样，基层商会组织甚
至找不到企业愿意出任会长单位，基层商会的涣散在相当大程度上与

基层缺少国家和市场资源密切相关。

( 二) 活跃度与会员性的差异化逻辑

在商会组织化机制的分析中，商会的活跃度和会员性有相当不同

的逻辑。从数据结果来看，商会的活跃度与组织资源显著相关，特别是
有显著的大企业俱乐部效应。但是，在商会的会员性上，市场、政府资
源和乡缘网络都并未对会员性有所助益。活跃度与会员性的逻辑差异
显示出，商会活跃度高并不意味着其会员性就一定强，的确存在活跃度

高的精英俱乐部型商会，即依靠少数积极分子或者包括会长、副会长和
常务理事等在内的领导班子提升商会的活跃度。
访谈中我们发现，国家资源和市场资源注入都无法解决会员性问

题成为一个凸现的难题。为此，国家试图通过考核商会来解决会员性
问题，而商会自身则试图通过内部组织规则来“笼络住”会员。

1．国家考核与会员性。一些地方工商联开始推行“考核”，用意不
仅是寻求工作的“抓手”，也在于通过“考核”“帮助”商会“运转起来”。
广州市越秀区是考核商会行会的先行者。在政社脱钩后，之前挂靠工
商联的商会只是工商联的团体会员，而不再有挂靠关系。2015 年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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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商联颁发了“团体会员奖励方案”，除了考核商会“支持参与区工
商联日常活动( 30 分) ”、“扶贫和慈善工作参与( 30 分) ”等之外，还考
察商会的组织情况，比如，“会员数据库完善( 30 分) ”、“行业商协会自
身活动开展( 24 分) ”、“行业商协会会员发展( 10 分) ”等。根据考核
情况，区工商联给予一定的奖励。这种国家考核是推动商会自组织还
是只是推动商会对上负责?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访谈中会长都表示赞

同考核，而秘书长都表示不赞同考核。从会长的角度看，由于会长平时
工作忙，有自己的企业，兼职做会长，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管理商会，而

考核可以帮助督促秘书长的工作，让商会运转起来。“我认为这个考
核对我们是一个促进，各个老板都有自己的生意，少理日常工作，商会

工作靠秘书长带动，我感觉考核会给秘书长压力，推动创新”( 广州市
越秀区肉菜市场商会会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8 日) 。与会长的想
法不同，秘书长的考量无疑揭示了“国家组织企业家”隐含的问题。一
位秘书长说:“不用考核，工作做得好不好，会员自己知道，做得好就缴
纳会费，做得不好就自然不缴纳了，你考核我有什么用呢? 你考核的内

容与会员要求的内容不一样怎么办?”( 广州市摩托车配件行业商会秘
书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7 日) 并且，“我是执行者，是根据理事会
的决定执行，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你考核我没有理由的。( 而
且) 考核方案需要考虑到会员评价，否则会员不来玩了”( 广州市越秀
区酒类行业协会秘书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8 日) 。听了秘书长的
反对理由后，也有副会长表示: “考核没有必要，会员觉得好就是好”
( 广州市百货商会副会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7 日) 。

2．商会内部组织规则与会员性。对于商会而言，即使有龙头企业
做会长单位，有大企业会员，有市场合作，仍然难以解决会员性问题。
相当一部分商会开始通过完善内部组织规则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是会长轮值制。通过会长轮值调动领导班子的积极性，让轮

值的会长组织各种活动，也调动了会员的积极性。比如，惠州揭阳商会
就实行轮值会长制。“副会长以上每个月轮值，改变会长说了算的情
况，培养每个人对商会事务的关心，充分发挥大家的才能。每个轮值会
长组织会员参加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参观学习、讲座等，去年月月有活
动，大家很开心”( 惠州市揭阳商会会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16 日) 。
Z市的 H省异地商会的案例特别突出。一开始，新成立的 H 省异地商
会想收编所有 H省地级市的异地商会。在各种办法都不奏效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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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手段就是推会长轮值制，让各个地级市商会轮值”( Z 市 C 市商
会秘书长访谈记录，2016 年 3 月 9 日) 。
其次是会员联络制。一些商会还通过会员联络制强化与会员的联

系和服务。惠州市福建商会 2010 年成立，常务副会长 36 家，副会长
15 家，理事 14 家，其中在常务副会长之上又设立 15 家常委。商会共
有会员单位 350 多家，其中上市企业有 11 家。据商会人员介绍，惠州
就只有一家福建商会，这非常不易。“不像潮汕人，他们有揭阳商会、
潮州商会、汕头商会、潮阳商会，潮州文化协会等”。对于“是否会存在
内部分化的问题”，商会的领导班子成员表示: “我们最怕这个! 商会
成立一年后有不同层面的声音，思路有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商会摸
着石头过河，除了轮值会长制之外，还建立了地区联络主任和片区负责

人制，“就是防止分化，不让分家”( 惠州市福建商会会长访谈记录，
2016 年 3 月 16 日) 。所谓“地区联络主任制”是指在惠州的下属区域
设立联络处，联络处设联络主任，负责本地区的联络、会员发展和诉求
回应服务。同时实行“片区负责人制”，这个“片区”不是指惠州下属区
域，而是对应福建籍贯所属区域。根据籍贯的不同区域，设立片区负责
人，地区联络主任与片区负责人相互交叉。
最后是会员准入制。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珠海只有一个河南商会，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广东省的河南商会规定，只有加入广东省各地级

市的河南商会才能加入广东省河南商会成为其会员。而广东省河南商
会有许多河南籍的大企业家，比如许家印等。广东省河南商会的进入
门槛使得珠海的河南籍企业家都选择加入珠海市河南商会，防止了商

会的分裂。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组织化是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国家控制导致的

自主性缺失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影响社会组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然
而，现实和理论都揭示了我们需要超越自主性命题去探求社会组织化

的其他动力机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企业家的组织化无疑是中国社
会组织化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本文聚焦于企业家的正式组织，而非社
会网络和内部人圈子，探讨处于同一套制度体系之中的商会组织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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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程度存在差异。

( 一) 商会组织化的资源依赖

在已有研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社会资本抑或国家中心的研究对
社会组织化都做出了各自的解释( Olsen，1997; 帕特南，2001; Skocpol，
1995) 。然而，在中国背景下，社会组织化面对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国家
管控的问题，更是全能主义国家转型后社会自组织完全不存在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管控放松，社会成长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资源问

题。本文发现，集体行动逻辑与会员逻辑难以完全解释商会的组织化
程度差异。规模只对商会的会员性有 U 型效应; 同时，自主性的逻辑
并不成立，商会是否会员自发组织成立在组织化的任何维度上都不存

在显著差异，依靠会费生存的商会组织反而更可能由于资源短缺而降

低其活跃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组织资源对于商会组织化有重要影
响。国家、市场和乡缘网络三者都是推动企业家组织起来的组织资源:
基于政治关联以及其他政府联系而获取的政府支持能够有效地吸引会

员积极参与商会活动; 龙头企业会长能够吸引会员加入，扩大商会规

模; 行业协会的活跃度更高; 包含本地或者本行业大企业会员的商会活

跃度更高，会员参与商会的积极性也越高; 此外，虽然异地商会并不比

行业协会和综合性商会规模更大、更具凝聚力，但是，乡缘网络往往成
为国家资源和市场资源整合载体，推动了同乡企业家组织的发展。

( 二) 商会活跃度与会员性的逻辑差异

在现有研究中，商会组织机构本身的运作问题常常被等同于商会

的组织化问题，研究者较少分析商会自身究竟如何组织起来并凝聚会

员，更没有区分精英俱乐部型活跃的商会和会员凝聚力强的商会组织

之间的差异。本文在对“组织化”概念进行更细致的操作化之后发现，
商会的活跃度与会员性有相当不同的逻辑。商会的组织资源并不能够
解决商会的会员凝聚性问题。国家资源的注入能够吸引会员的加入和
参与，却并不能解决商会服务和组织会员的会员性问题; 市场资源能够

激活商会的活跃度，但并不能够解决商会与会员之间的联系问题。相
当多活跃度高的商会并非是由于会员参与度高或者商会对会员服务和

联系好而活跃，而是由以商会领导层为主的少数积极分子或精英的积

极参与，抑或是以商养会而组织起来。也就是说，虽然商会组织化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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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资源饥渴，但是，资源本身并不能解决其会员性问题。

( 三) 商会的会员性再造

国家、市场和乡缘关系将企业家组织起来，可是，商会会员性的提
升仍有赖于商会内部治理的改善。访谈中我们发现，地方对“商会”的
考核并非只是为了“控制”商会，相反，国家确实在出力“组织社会”; 但
这种做法依然面对着张力，即对国家负责还是对会员负责。比较而言，
商会内部组织规则的完善则是商会内生的需求，会长轮值制、会员联络
制和会员准入制等都有助于商会的会员性。商会的组织资源需与其内
生的组织规则相辅相成，才能最终推动商会组织化的发展。
在本文中，基于广东商会组织样本的推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不过，我们的目标并不在于解释地区差异，而是力图解释商会之间组织

化的差异及其机制。因此，即便商会的活动高度嵌入到地方的行政网
络和制度环境之中，不同地区的商会组织运作仍可能存在相当大差异，

但是支配商会之间组织化差异的因素也对理解地区差异有一定的意

义。不同地区的政治和行政资源、市场发展程度、乡缘网络密集度等都
会影响到每个商会组织能够获取的组织资源。本文进而提出的商会内
部治理制度的重要性，也表明商会组织化并非完全取决于地区差异的

资源要素，商会内部治理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同样重要。
总的来说，虽然有研究者强调不能将私营企业主看作是一个享有

共同身份、利益和行为的组织化的阶级，但我们并非就应自然而然地认
为他们都是原子化的个体。本文通过商会探讨企业家的组织化问题，
企业家可能还存在非正式组织或者更为隐秘的超级富豪俱乐部，但商

会无疑是最为常见的正式组织。虽然它们常常被认为并不有力，但数
量却在惊人地增长，并且成为大部分企业家不可回避、不得不参与的组
织，许多商会的活跃度和凝聚力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可以说，中国的
结社革命在商会组织中正在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商会组织化研
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组织化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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